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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与社会现实的变迁之间的关系历来是传播

学者关注的核心话题。传统的媒介研究聚焦于“使

用—效果”(use-effect)路径，将媒介的效应定位于单

一文本、单一内容意义释放的瞬间，这样狭义的理

解媒介的社会效应已不足以解释当代社会生活借由

媒介带来的诸种转变。为了克服所谓“主导范式”

(dominant paradigm)①下效果研究的弊病，“媒介化”

(mediatization)这一术语在晚近二十余年的欧洲媒介社

会学界横空出世。这不仅带来的是从新千年至今的欧

洲传播研究的“媒介化转向”(turn of mediatization)②，
也使得各学者开始以“媒介化”为核心概念，重新理

解媒介与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动态关

联。他们的研究主题无所不包——既有宏观方面的

媒介化理论的构建，也有中观层面的社会机制的媒

介化研究，还有微观的针对交往、互动媒介化的考

察。随着媒介化研究在欧洲的不断“升温”，国内学

界亦有学者从媒介化的发展源流、研究范式以及理

论脉络等角度出发，阐释欧洲传播学界从“媒介研

究”转向“媒介化研究”的理论变迁过程。

媒介化研究“蓬勃发展”的同时不能掩盖的是关

于这一概念界定的复杂性。迪肯和斯坦叶就直言媒

介化似乎成为一个“无差异的概念”(a concept of no
difference)，即一个空的箩筐，所有与媒介效应有关的

研究都可以置入其中，冠以“媒介化”的名号。③这一

点亦得到了埃克斯特罗姆等学者的赞同，他们批评

媒介化研究的学者执着于“过于宏大的论述”(too
grand claims)而不关心具体概念的澄清，使得当前学

界对媒介化的理解存在着三种不同定位：“作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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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概念的媒介化”，“作为一种元理论(meta-theory)
的媒介化”以及“作为一种研究范式(paradigm)的媒

介化”④。

理清围绕媒介化之间的理论纷争绝非易事。作

为早期的贡献者之一，尼克·库尔德利就强调媒介化

要想取得长足发展就必须“将自己视为一种社会理

论(social theory)”，从而“设立自己的出发点，讨论社

会行动与社会空间问题”⑤。如果从社会理论出发，

媒介化的问题意识、逻辑出发点和分析框架又将是

怎样的？这将会有助于学者们澄清有哪些围绕在媒

介化研究之中的争议？最后，作为社会理论的媒介

化会与哪些其他理论产生对话的空间？

一、从“中介化”到“媒介化”：共识、争议与分歧

“媒介化”，这个在库尔德利和赫普看来颇为“笨

拙”(awkward)的术语⑥却成了近二十年来欧陆传播学

界讨论的“焦点”。那么，究竟什么是媒介化呢？抛

去各种概念界定不谈，我们或许可以从与之相对的

另一个概念——“中介化”(mediation)入手。假设一

段具体的社会实践进程包含着两个主要行动者(行
动者 a与行动者 b)。如图 1所示，在第一个场景中，

行动者a与行动者b展开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
导向一段实践进程，记为实践A，图示表示为：行动

者 a——行动者 b—实践A。在第二个场景中，行动

者 a与行动者 b的社会互动因为某种限制(例如物

理限制、文化限制等等)必须借助引入作为互动渠

道的媒介来完成，从而产生实践A，图示表示为：行

动者 a——媒介——行动者b→实践A。在第三个场

景中，媒介自身成为了参与社会实践进程中的一个

行动者，记为行动者 c。它不仅参与行动者 a与 b的
社会互动过程，并且以自身携带的“系统性规则”

(systematic norms)改变了 a与 b的社会互动产物——

记为实践B，图示表示为：行动者 a——行动者 c(媒
介)——行动者b→实践B。

对比这三个场景我们可以发现，在第二个场景

中，媒介是作为社会互动发生的一个“通道”来起作

用，媒介的在场保证了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得以发

生。媒介并未改变行动者的互动结果(实践A)，只
是行动者的互动过程被媒介所“中介化”了。而在

第三个场景中，原先作为通道的媒介自有的系统性

规则——“媒介逻辑”(media logic)开始作用于行动者

之间的互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媒介开始作为一个

独立的行动者(行动者c)参与到原先行动者之间的社

会互动之中，最终带来新的互动结果的出现(实践

B)。这样，社会互动就不仅仅被“中介化”了，它们同

时也被“媒介化”了——实践 B与实践A的差别在

于，媒介逻辑嵌入到社会互动过程本身。三个场景

之间的关系参见下图(图1)。
从图 1来看，媒介化恰恰是社会互动“深度中介

化”(deep mediation)的结果，正如夏瓦所言，媒介化意

味着“媒介不再只是一种互动的渠道，而是以其自身

形塑(mould)互动发生的方式”⑦。以这一模型为基

础，倘若我们采取一个更为宏观的视角：当媒介渗透

到社会各领域之形貌的构建过程之中，尤其以互联

网和数字媒体为标志的“网络社会崛起”的时代⑧，媒

介化便成为一个“理解媒介与传播渠道的变迁和文

化与社会的变迁两者之(长期)关联的核心概念”⑨。

对于媒介化基本理解思路上的共识并不能掩盖

各学者之间的争议，就当前研究领域中的概念构建

来说，这些论争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各学

者对“媒介逻辑”这一核心概念存在理解上的差异。

媒介逻辑最早源于阿什德和斯诺的新闻研究，他们

将媒介理解为“一种拥有自身逻辑的传播形式”，从

图1 三种互动模式与互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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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媒介逻辑意味着“事件和观念以该形式被解读和

呈现”⑩。阿斯普最先将媒介逻辑与媒介化研究关

联，认为“媒介逻辑即是媒介生产过程中的系统性规

则(systems of norms)”，媒介化恰是这种规则的具体呈

现。但是另一方面，以库尔德利为代表的一部分学

者却尖锐地指出单一的媒介逻辑概念不能回答媒介

化研究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例如“是否所有的媒介都

有媒介逻辑？”“每一个媒介都有同样的逻辑吗？”“当

媒介发生变化后，它之前的逻辑是否还与现在一

样？”“媒介逻辑可以完全囊括媒介对社会的影响

吗？”如此以来，将媒介逻辑理解为媒介化的核心概

念反而会“阻碍”该领域的长足发展。

其次，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当学者们讨论媒

介化之时，“被媒介化”的对象究竟是什么？舒茨就

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媒介化是结论的话，那什么

才是问题？”换言之，什么事物“正在被媒介化”？

(what is“being mediatized”？)。学界似乎很难给出

一个统一的回答：从早期的“社会互动”“传播模式”

到“交往行为”“社会机制”乃至“现实的建构”“现代

性”“社会与文化”，答案可谓五花八门。也正因为

此，学界对于媒介化的研究往往是与自身的“研究对

象”联系在一起，即“该对象的媒介化”。本应成为社

会理论逻辑起点的“前提”却远远没有被澄清，反而

成了一种“结果导向”的产物。

最后，回到所有传播研究的出发点来看，媒介

化研究中对“媒介”的理解也大相径庭，正如安普亚

等学者指出：“媒介化话语中对媒介概念的澄清是

缺失的。”这一点也带来的是不同研究者的相异定

义：例如夏瓦将媒介理解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机制(an
independent institution)，从而媒介化意味着该机制与

对社会其他机制 (例如政治、宗教、文化)的交互影

响。这一点却并没有得到赫普和哈泽布林克的赞

同，他们则将媒介理解为一种“改变传播模式的情境

(a context altering communication pattern)”。克罗茨

和赫普以此为思路认为，为了理解媒介应当考虑“媒

介的四重性质”(fourfold character of media)。
上述的三点主要争议最终带来的是媒介化研究

道路上的“分歧”。库尔德利和赫普以“两种传统”

(two traditions)概括这种分歧。一条是以夏瓦为代表

的“制度化传统”(institutional tradition)，强调媒介逻

辑“指称的是媒介制度性的和技术性的运作模式

(modus oprandi)，包括媒介机构如何分配物质性的和

符号性的资源，以及如何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规则

下运作”，而所谓的“媒介化”，就是其余社会机构

在“媒介逻辑”的影响下发生历史性的转变过程。另

一条是以库尔德利和赫普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传统”

(socio-constructivist tradition)，关注于“媒介的特定角

色”，以及“它如何在通过传播建构的社会—文化现

实中发挥作用”。从而媒介化研究意味着“探索作为

日常的传播实践变革，以及它是如何关联于现实的

传播建构过程”。

二、解决结构/能动二元矛盾：传播研究的物质

性路径

从学理上来说，横亘于“制度化传统”与“社会建

构传统”之间的分野事实上是经典社会学理论中所

理解的“结构”(structure)与“能动性”(agency)之间的

矛盾(或者说是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之间的矛盾)：
(1)制度化传统以“结构”的优先性为基本出发点，强

调制度化的媒介逻辑能够重塑其他社会机制，并且

使之转向一种“媒介化”的运行方式；(2)相反，社会建

构传统以个体的“能动性”为逻辑起点，他们关注特

定的媒介如何作用于个体现实的传播互动过程，以

及这种“媒介化”的传播方式是如何建构出新的“社

会现实”。换言之，制度化传统倾向于以“宏观/中观

视角”(macro/meso level)理解媒介与社会现实的关

系，媒介被理解成一种拥有自身运行规则(rules)和承

担社会资源分配的社会机构；而社会建构传统则是

从“微观视角”(micro level)出发，媒介从来不会独立

地起作用，而总是关联于其使用个体的内在能动性

问题——媒介的技术特征与个体的能动性的结合共

同建构出一种媒介化的社会现实。

解决结构/能动二元矛盾的一个有益视角是重

新回到关于“社会互动”的基本讨论中。舒茨所提出

的“生活世界”从来不是以个人为基点的世界，而是

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intersubjective world)。伯格

和卢克曼以此为基础，提出知识社会学的建构主义

原则，生活世界并非一个被给定的(given)实体，而是

由参与其中的人类行动者(“主体间性”)通过“社会互

··34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新闻与传播2021.12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动”方式建构而成。因此，所谓的“现实”(reality)也只

是行动者当下的“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的产

物。“传播”行为的发生过程即是这样一种建构现实

的“社会互动”。但是传播与其他类型的社会互动不

同的是，它本身总是与“媒介”挂钩——任何以传播

为基础的社会互动必然伴随着对媒介的阐释、理解

与使用；自然，传播本身也会受到它使用的媒介的制

约——既包括技术层面的制约，也包括社会实践层

面的制约。换言之，在以传播为核心的建构行动中，

媒介的“物质性”必须被纳入社会建构的考察框架

中。传播的建构活动并非伯格和卢克曼设想的完全

基于个体内在“能动性”的主观建构，而总是受到它

所遭遇的物质(媒介)之特质的制约。

那么，何谓媒介的物质性呢？这里首先要反对

的是一种“还原论式”的思维，将媒介的“物质性”还

原为媒介的“物质特性”，譬如将手机的物质性理解

为与手机相关的一系列技术特质，或者是它的物理

材料，等。物质性这一概念事实上体现在具体社会

建构活动过程中人类意图所遭遇的一种隶属于物

本身的“固着性”(fixedness)，它包含两个要点：(1)这
种固着性并不能被还原为建构过程中的人类意图；

(2)这种固着性可以超越(至少阶段性地超越)建构活

动中的社会情境，从而对建构活动的结果产生影

响。换言之，媒介的物质性意味着，某类隶属于媒介

的固着性是如何在当前社会语境中对当下的建构活

动施加影响。举例子来说，当我们在日常活动中为

聚会餐厅如何选择而犹豫不决之时，某类网络点评

类APP可以根据数据、算法、排名规则、预算等要素

系统性地生成一个推荐餐厅列表，从而帮助用户确

定最终的消费场所。在这样一段意图进入实践的过

程之际，“用户由计划聚餐到最终选择地点”，APP自

身的技术体系和推荐规则显著地形塑乃至改变了使

用者的社会意图(“用户通过算法规则的推荐选择了

最终场所”)。也就是说，媒介的物质性是使用者“软

性”(意图性)的行动过程中遭遇到的“硬性”(结构性)
的一面，对它的强调恰恰是对“极端的”建构主义原

则的一种驳斥。物质性意味着媒介在社会建构活

动的过程中剥离人类“意图性”之外的属性，意味着

传播活动中的媒介“不能被化约为人类意图性的对

象特质”。

具体而言，媒介的物质性会在三个层面对传播

活动产生影响：首先，媒介的物质性可以体现在传播

活动所凭借的“对象”(object)上，这不仅体现在媒介

自有的技术特质会影响乃至改变传播活动本身，例

如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对新媒介与社会场景

变更的讨论，同时关联于特定的媒介会生成一系列

“媒介相关的实践”(media-related practice)，例如定

期收看电视新闻的时段，通过电子邮件安排工作议

程，使用GPS获取位置导航等等。在这一系列活动

中，我们的行动意图往往显著地关联于使用的媒介

自身所带来的“阻碍”——例如某次旅行可能完全按

照导航地图推荐的线路进行参观 (“旅行的媒介

化”)。其次，物质性还可以表现在传播活动发生的

“基础性设施”(infrastructure)中，它为传播活动的发

生提供具体资源(resources)(包括社会资源与自然资

源)，因此制约/形塑了具体传播活动展开的可能性。

例如在平台经济下，网络商家的营销成败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用户的点评与反馈(“营销的媒介化”)。这

一点也体现在媒介在新时代“下沉”为一种数字化的

经济基础。最后，在当下面对面的传播活动中，媒

介的物质性还体现在传播行为所借助的“身体”

(body)上，传播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具身性的行动”

(embodied action)，身体的“生物性”(例如性别)与“社

会性”(例如品味、惯习)会限制具体传播活动的开展

过程。例如音乐品味会不断地塑造爱好者的主体性

以及趣缘群体之间的认同。

从社会理论的角度来看，将物质性纳入传播研

究的建构传统中事实上是将“结构”重新与“能动性”

关联。结构并非功能主义设想的纯粹外部的“框

架”——它制约了内部现实行动的展开过程，而是体

现为具体传播行为展开过程中所面对的“对象”、所

依赖的“基础性设施”以及所凭借的“身体”——它们

共同制约了以能动性为基础的传播活动。借由对媒

介物质性的强调，我们也可以重新定义媒介化这一概

念，媒介化事实上是“传播的媒介化”(the mediatization
of communication)：它体现为作为传播活动所依赖的对

象、基础性设施以及身体的媒介，以其超越人类当下行

动意图性的特质形塑了传播活动的发生过程。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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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将以“物质性”路径为核心的媒介化传统定

位于“实在论”(realism)与“建构论”(constructivism)的
“中间道路”，这样也就找到了解决当前制度化传统

与社会建构传统之间二元分裂的路径。

诺布洛克将以传播为核心的建构论路径成为

“传播的建构主义”(communicative constructivism)。
那么，当传播过程被“媒介化”了，以此为基础的建构

活动会产生怎样的“社会现实”？我们显然需要建立

一套中观层面(meso-level)研究，去考察有哪一种新

的“社会形式”(social forms)借由媒介化的传播过程而

生成，正如伦比所言，“社会互动实践与模式的改变

会塑造出新的社会和传播形式”，而这恰恰应当媒介

化研究的焦点。在这里，诺贝特·埃利亚斯(Nobert
Elias)的“型构”(figuration)概念可以为描述这种新的

社会形式提供一套基本的分析框架。

三、建立分析框架：从“型构”到“传播型构”

(一)型构作为基本的社会联结形式

按照埃利亚斯的解释，型构是个体(individual)与
社会(society)之间的中间变量，是“个体联结的网络”

(networks of individuals)。与诸如“群体”(group)、“联

结”(association)、“网络”(network)等传统的中观概念

不同的是，型构包含以下三个特征：第一，型构包含

着一系列结构化的位置、规则、规范与价值体系——

这些是联结个体的行为，并且成为规制他们的社会

行动的基本框架(framework)；第二，型构呈现于联结

中的个体的现实行动中。型构本身需要以其内在个

体的在当下的行动为条件，所有个体的共同行动所

建构出的社会互动结果就是型构；第三，也正因为

此，型构没有“独立于个体的本质”，它只是所有个体

的行动总所组成的一段过程(process)。

以埃利亚斯自己所举的“牌局”为例，当四个人坐

在一张桌子上玩纸牌的时候，这场牌局就是一个基

本的型构：首先，牌局本身具有一系列结构化的规则

(norms)，并且要求参加者承担一定的“行动位置”——

无论参加者有着怎样其他的社会资源与社会地位，

他们都必须承担牌局赋予他们的基本位置(“牌手”)，
以及被牌局的基本规则所约束。其次，一场牌局开

展并不完全由牌局的基本规则所决定，它依赖于参

加者在行动中的“战术”(strategies)；换言之，结构化

的规则只是参与者的基本行动框架，而并非他们所

有的行动结果——参与者完全有能力通过自身能动

性来形成各种不同的战术，从而左右牌局的结果；最

后，作为型构的这场牌局也并无一个固定的本质，而

只是一段过程。尽管旁观者可能会评论：“这场牌局

打的真焦灼”，但每个人都明白，我们提及的并非某种

“客观化”的本质，而指代的是这场牌局的过程。这

意味着牌局既不能被还原为它纯粹的结构性规则，

也不能被化约为参与者纯粹内在动机的实现——它

只是“规则”与“战术”之间的“结合过程”(process of
interweaving)。因此，以牌局为类比，任何稳定且在

一定时期内持存的“社会联结形式”都可以被理解为

一个基本的型构，它事实上构成了个人与社会两极

的“中间变量”。

从理论路向上来说，型构这一概念正是为了克

服经典社会学中结构与能动性(或言社会与个体)的
对立问题。正如埃利亚斯所言，社会学“使得我们

(错误地)将‘个体’与‘社会’当作两个相互独立的

实体，而它们事实上指代的是两类相异但相互依存

(independent)的人类世界层级”。换言之，社会与个

体并非两类决然对立的实体，而只是看待基本人类

联结形式(“型构”)的两种不同角度。当我们以“社

会/结构”的视角理解型构的时候，它被理解为支撑

该型构的基本规则以及各个互动者之间的相对位

置；而当我们以“个体/能动性”的视角看待型构之

时，它就被理解为互动者在参与过程中具体行动过

程及其所导向的结果。但型构并不能被还原为其中

任何一方。也正因为此，埃利亚斯称自己的研究传

统为“过程社会学”。对于他而言，只要存在着基本

的“社会联结”——小到一个群体，大到一个村庄、一

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都可以被理解为各种不同的型

构。但是在埃利亚斯的时代，型构往往是由直接的

社会互动而产生的——他并没有考虑到媒介在社会

互动过程中的角色问题。但是随着社会互动的越来

越摆脱当下的物理限制，从“中介化”向“媒介化”过

渡之后，型构本身也发生一种新的转变。从某种程

度上来说，作为基本社会互动形式的传播及其“媒介

化”带来的结果就是一种新的社会联结形式——“传

播型构”(communicative figuration)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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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播型构作为“媒介化”的社会联结形式

什么是传播型构？总的说来，传播型构即媒介

化的社会联结形式。第一，按照赫普和哈泽布林克

的定义，传播型构是对型构概念的一个拓展，指代

“一段各种传播行为之间交错联结的过程，它存在于

多重媒介环境之中，由拥有共同主题导向(thematic
framing)的传播行动 (communicative action)组成”。

举例而言，家庭可以作为一个基本的传播型构来看，

因为它是由横跨各种媒介环境的不同传播行动所支

撑的：面对面交谈的方式、电话沟通、网络交流、电子

邮件留言、一起看电视、使用数码产品，等等。换言

之，家庭本身不存在一个既定的实体性本质——尽

管家庭可以有物理性的场所，而是这些所有的传播

行为共同组成的过程 (正如埃利亚斯的“牌局”一

样)。同样，公共广场的活动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传

播型构：期间包含着共同的活动主题，参与公共活动

的行动者，各种媒介所提供的传播方式，人们的具体

社会互动行为。第二，传播型构有着三个基本特

质。一个传播型构包含着一个具体的“行动者丛”

(constellations of actors)——它们是型构的结构性基

础，即承担型构中社会行动位置的各种行动者，一个

“指引框架”(frames of relevance)——它是各行动者在

型构中开展行动的“导向原则”，即行动的“主题”(topic)，
以及具体的“传播实践”(communicative practice)——

它们作为行动者在型构中的实践行动共同组成了该

型构的社会互动过程。最后，传播型构是中观层面

的社会领域媒介化的结果。这意味着“由媒介化这

一概念所描述的，媒介—传播方式的变迁与社会—

文化的转变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具体的传播型构中呈

现出来”。

承接上述的物质性路径，传播型构可以作为讨

论媒介化研究的一个具体分析框架：(1)就媒介化研

究的“结构”层面而言，媒介所提供的社会互动资源

成为传播型构得以构型的“基础设施”——它既框定

了传播型构中具体行动者的位置，也为他们提供了

开展行动的导向原则；同时媒介自有的技术特征能

够“形塑”型构中的传播实践行为——行动者实践本

质上就是“媒介相关的实践”，它们必然会受到其使

用的媒介技术以及依赖的传播资源的制约。(2)就媒

介化研究的“能动性”层面来看，任何型构的稳定化

依赖于其中行动者的具体实践行动，即行动者对技

术的理解，对社会互动资源的征用以及对具体行动

的展开过程，它们会生成乃至改变型构的样态。一

个既定的传播型构始终是所有行动者当下实践“结

合”的过程。并且，行动者可能会加入或者退出某个

型构，或者改变自己在某型构中所处的位置。(3)最
终，媒介化可以被理解为“一段社会过程”(a social
process)，或者如克罗茨所言，“一段根植于传播方式

的变革是如何关联于人们建构社会和文化现实的元

过程(meta-process)”。传播型构的三个特征(“行动

者丛”“指引框架”和“传播实践”)可以用来描述媒介

化这段社会过程中结构与能动性是如何联结的。物

质性路径的媒介化研究与传播型构两者之间的关

系，如图2所示：

图2 物质性路径的媒介化研究与传播型构

如此一来，考察某个具体社会领域(social domain)
的媒介化问题(例如“媒介化政治”、“媒介化城市”)就
被转译为一个更为经验性的问题，即描述媒介所生

成的特定传播型构是什么，例如对该领域基本特征

的描述：该传播型构中有哪些特定的媒介(传统媒

体、数字媒体)？它包含哪些不同的行动者？行动者

们分享的传播主题框架是什么？他们具体的传播实

践行为有哪些？同时，这些问题又可以与社会理论

中诸如“认同”“权力”“移动性”(mobility)等议题相关

联：不同的传播型构如何生成特定的认同？型构中

的传播实践行为包含着怎样的权力关系？行动者如

何参与/退出既定的传播型构？最后，我们亦可以在

一个历时性的维度描述传播型构的生成过程：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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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发展和演变如何影响某个传播型构的样态？

几十年前的某个型构与今天的型构存在哪些差异？

总之，这一概念不仅可以用来弥合当前媒介化研究

中制度化传统与社会建构传统之间的分歧，同时也

可以为经验性地展开现实生活的媒介化考察提供了

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

四、媒介化研究的“中间道路”：导向一种社会理

论的可能性

从理论构建伊始，媒介化研究就试图摆脱单纯

的“使用—效果”框架，来理解媒介是如何关联于基本

的社会行动者(social actors)从而构建社会空间(social
space)。诚如尼克·库尔德利所言，媒介化应当被理

解为“对广义上的社会理论的推进，而非狭隘的媒介

研究的分支”。媒介化理论若想“跳出狭隘的媒介

研究分支”，建构出一套完整的社会理论模型，就必

须找到一条能够勾连结构与能动性两极的“中间道

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物质性路径与传播型构这

一概念的确可以作为一个思考的起始点。我们的讨

论亦可由此思路深化下去——有哪些理论资源有助

于建构媒介化理论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对话？从目前

的研究成果来看，未来的研究可着重关注：(1)以埃利

亚斯“型构”为代表的过程社会学(process sociology)
理论；(2)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field theory)；(3)西奥

多·夏兹金的实践理论(practice theory)。
就过程社会学而言，型构为思考结构与能动性

的关联提供一个很好的立足点：作为型构的基本社

会联结事实上是一段动态的社会过程——期间结构

与能动性相互交错，不存在纯粹静态的外部结构或

者孤立的内在意图性。由是观之，变化(change)而非

秩序(order)才是社会生活的本质，正如阿伯特所言，

变化并非稳定的社会行动者所遭遇的偶发事件，变

化是社会生活的自然状态(natural state)。以这样的

视野来重新理解媒介化，我们研究的重心就不再是

解释媒介逻辑介入社会空间所带来的结果(例如“政

治如何被媒介化”“公共生活如何被媒介化”)，而是

描述这段过程本身，例如在某个政治领域中的传播

型构的样态是如何的，在某个公共空间中参与者的

传播实践活动是如何具体展开的，等等。换言之，关

注“变化”而非“秩序”，关注“过程”而非“结果”使得

媒介化可以完全与经典效果研究中所遵循的线性的

“原因—效应”(cause-effect)模式区别开来，用休厄尔

的话说，它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描述和解释过程

的逻辑(logic of process)，而非它的结果”。特别是在

面对临时性的、偶发性的社会变化之时(例如针对某

项政治议题的社会运动)，过程论的视野可以更加适

合描述媒介如何介入社会变迁的过程之中。

同样，以场域理论的视角来看，媒介化意味着媒

介场域对其他社会场域的“入侵”，这种入侵使得“媒

介权力”(media power)以一种新的形式作用于社会空

间。事实上，布尔迪厄在早年在对电视的讨论中就曾

提及，电视对文化场的影响采取了“直接的”(direct)
和“间接的”(indirect)两种形式：“直接的”体现在电视

关联于文化场的“经济资本”，电视的推介有助于文

化产品的销售；而“间接的”表现为电视有能力扭曲

文化场自有的“符号资本”逻辑，被电视推崇的学术

明星有能力在文化场乃至社会获得同样的声名。

这种影响使得媒介有能力跨越各场域之间的边界，

从而对非媒介场施加“压力”。库尔德利将其理解为

“媒介元资本”(media meta-capital)，即媒介产生了对

整个社会空间的定义性权力，它有能力影响每一个

具体场域的里的资本逻辑，并且配置其中行动者的

行动方式。因此，将某个既定场域的媒介化理解

为对媒介该场域资本平衡的重塑，并且考察行动者

与之相伴随的社会行动发生何种转变，不失为联结

媒介的结构性权力与参与者能动性两者的一条中间

道路。

最后，以夏兹金为代表的实践理论同样为克服

二元论提供了一条路径。夏兹金认为实践是“一系

列主客观元素的集合体”：在实践形成阶段，行动者

会带着自己的基本主观意图、理解力、行动计划、信

念等等进入实践空间，但从一个长期的过程来看，实

践的稳定化得益于一系列“主观元素”与社会空间中

的“客观元素”的互动，这些互动所形成的“共识”与

“默契”使得该实践关系得以稳定下来——实践本身

是这些主客观元素相互协调的产物。如此一来，夏

兹金就以整体论的视野取代了二元性问题，将二元

视为这个实践协调过程中的一体两面。以此为基础

我们同样可以将媒介化理解为某个社会空间中“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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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实践”(media practice)的生成过程，包括“媒介核

心实践”——即媒介作为某一社会实践的核心组成

元素，例如数字音乐实践，手机自拍实践，以及“媒介

参与实践”——媒介作为次要元素参与到某个具体

化的社会实践中，例如 ICTs参与到公司组织内部的

人力资源实践，视频游戏参与到青少年的社交实

践。借由实践理论，媒介实践事实上可以被视为夏

兹金所言的“主客观元素的集合体”，这也就为媒介

化理论找到了一个重要的中观“载体”，它可以将与

媒介相关的各种制度性权力与人们的日常媒介使用

行为联系起来。

总之，媒介化研究若想取得长远发展离不开其

自身理论体系的建构，而如何能够联结社会理论中

结构与能动性两极，以及如何能够在一个中观层面

建立媒介化的基本分析框架，则成了其理论构建的

关键所在。对于现阶段的“制度化传统”与“社会建

构传统”来说，如何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则成为未来

研究需要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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